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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的定義與盛行率】
依據教育部（2012）所發布的〈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對霸凌的定義：「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在國內，Chen與Cheng（2013）從各縣市隨機取樣受測學校，共3,554名國中、高中職生學生填寫自陳問卷，以瞭解學生在霸凌事件上的經驗，結果發現：在過去六個月內每個月有2至3次霸凌他人、遭受霸凌、目睹霸凌經驗的比例，分別為10.9%、10.7%及29.9%，另有5.5%的學生兼有霸凌他人與遭受霸凌經驗。此外，在吳文琪、陸玓玲與李蘭（2013）的研究中，過去一年內有8.71%、7.01%及2.91%的學生（n = 3,441）每個月有2至3次霸凌他人、遭受霸凌，及兼有霸凌他人與遭受霸凌的經驗。從上述校園霸凌的盛行率數據觀之，霸凌事件其實並非單一或偶發的，實需相關教育人員與單位的重視。

【校園霸凌的類型】
目前，常見的校園霸凌的類型可區分為言語霸凌、肢體霸凌、關係霸凌、反擊型霸凌、性霸凌、網路霸凌（教育部，2014），茲簡要說明之：
1、 言語霸凌
是校園中最常出現，但卻最不易被發現的霸凌行為，通常會透過取綽號、嘲笑弱勢同儕、恐嚇威脅等形式，刺傷或嘲笑別人，是校園中最常出現且最不易發現的霸凌行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雷新俊，2009）。
2、 肢體霸凌
以搶奪財物，或是踢、打弱勢同儕等肢體暴力行為，造成他人身體上的傷害或財物上的損失，是目前最容易辨認的霸凌行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雷新俊，2009）。
3、 關係霸凌
藉由排擠弱勢同儕、散播不實謠言以中傷他人，使弱勢同儕在團體中被孤立，無法融入。因此，此類霸凌行為亦常涉及言語霸凌，且往往會造成當事人的心理疏離與創傷反應（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雷新俊，2009）。
4、 反擊型霸凌
係指受霸凌學生於長期遭受霸凌後所產生的反擊行為，除了受霸凌時肢體與言語上的自然回擊外，有時會霸凌比自己更弱勢的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雷新俊，2009）。
5、 性霸凌
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性別平等教育法，2013）。需注意的是，依據教育部104年7月15日臺教學(三)字第1040091045號函示，由於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過程未將「長期或重複」的概念列為構成性霸凌的要件，爰若遭受性霸凌行為之當事人，倘僅有遭受一次傷害，即有可能構成性霸凌。
6、 網路霸凌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網路成為社會互動的一個媒介，然因其匿名性與缺乏監督，得以讓許多傷害性或令人不舒服的言語或行為，藉由網路媒介有意圖且重複地施加於特定他人或團體，稱之網路霸凌（吳佳儀、李明濱、張立人，2015；陳怡儒、鄭瑞隆、陳慈幸，2010；Williams & Guerra, 2007）。

【校園霸凌的特性及對被害學生的影響】
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霸凌行為是一種同儕間嬉鬧過頭，所造成的衝突與暴力對待，僅需透過一次性的訓誡或處理，即能予以平息（施俊良、張博文、許華孚，2015），殊不知校園霸凌的成因多重和複雜，且霸凌行為的特性具有蓄意地、反覆和經常發生的，且雙方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不對等的（Olweus, 1997）。若未能即時辨識並給予適當的介入，對被害學生將造成更大的傷害（邱珍琬、張麗麗，2012）。而當學生向老師告知被霸凌時，有可能意味著已經遭受長期的傷害，此時老師更應敏察並把握介入處理的機會，否則一旦學生覺知班級氛圍對霸凌的容忍程度越高時，學生就越不容易向外告知（Unnever & Cornell, 2004）。
Due等人（2005）分析28個國家的研究資料（共123,227名學生，年齡介於11～15歲），而這些研究中的樣本均有其代表性，結果發現被霸凌學生有以下顯著的生、心理上症狀：在生理症狀上，包含頭痛、胃痛、背痛、暈眩；心理症狀則包括脾氣變差、感到緊張、心情低落、難以入睡、早上起床仍感到疲倦、感到被冷落、孤單寂寞、無助感。此外，學生時期的霸凌更被許多研究發現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高危險因子（如Idsoe, Dyregrov, & Idsoe, 2012; Nielsen, Tangen, Idsoe, Matthiesen, & Magerøy, 2015），顯示霸凌所凸顯的不僅止於人際間的權力不對等，其後續所引發的生、心理衛生議題，極需給予關懷與介入。

【校園霸凌輔導分工與處遇策略】
Ttofi與Farrington（2011）針對44份有關預防霸凌方案的成效評估報告進行後設分析，結果發現，在減少霸凌上最有效的介入策略包含：約談家長（parent meeting）、加強巡視操場（playground supervision）、訂定嚴謹的班級與校園規範（disciplinary methods）（如訓話、送至學務處處理、將行為人學生的位置調整成靠近老師、剝奪行為人學生某些權利），且若能加強執行，則成效越好。以下，本文進一步從WISER的輔導工作模式架構（王麗斐等人，2013），進一步說明如何執行上述研究所發現的有效介入霸凌的策略，並簡要繪製校園霸凌事件三級預防分工示意圖（如圖）。
1、 初級發展性輔導
WISER模式的W，係指全校性（whole school）、做得到且雙方均能獲益（workable & mutual benefit）及智慧（wisdom）等原則，由校長領導全校各層級處室（包含學務處、輔導室及導師），彼此共同支援合作，以建構友善的校園環境。此階段，主要係以發展性輔導工作為主，因此班級的師生與親師關係經營、訂定班級規則，以及建立全校性的學生生活教育管理均是重點項目。
（1） 導師的角色
導師可以透過不定期的示範與演練，鼓勵學生在平常的人際互動中，勇敢把自己的不舒服堅定而嚴肅地表達出來，讓同學知道彼此的人際界線，強化學生對尊重他人的觀念與行為展現，增進班級正向氣氛。另一方面，透過每學期舉辦的親師座談會，導師可向班級學生家長宣導並教育反霸凌的觀念（如協助家長注意霸凌持續發生的警訊），讓家長也能透過家庭教育給予學生正確的人際相處觀念。
（2） 學務處的角色
學務處應依據校規執行學生的生活教育管理，培養學生遵守校園規範，提升其法治觀念。此外，學務處可以加強巡視操場，瞭解學生下課後的嬉戲情形，從中瞭解是否有過當的互動，並加以制止與勸導。
（3） 輔導室的角色
輔導室在此階段主要扮演提升第一線教師的輔導知能的支援性角色。

二、二級介入性輔導
在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上，則是採取個別化（I代表individual）、系統合作（S代表system collaboration）及歷程評估（E代表on-going evaluation）。由於導師的輔導知能可能不足以處理學生霸凌相關的問題，因此轉介由輔導室主責。此階段應從生態系統觀點瞭解霸凌事件當事人雙方的需求（如個案會議、班級輔導、小團體輔導等），以訂定處遇計畫。
（1） 導師/學務處的角色與合作
當導師發現霸凌事件時，可尋求學務處的協助，請學務處人員一同瞭解霸凌事件發生的脈絡，當確認行為人學生後，導師與學務處可共同討論並執行處罰與管教措施，例如：給予明確的懲戒（如記過、罰站、勞動服務）、調整座位、限制下課時間外，亦應通知行為人學生的家長，請其到校處理，讓學生及家長雙方均知道學校對於霸凌事件的重視，且讓被害學生感受到學校有採取積極的作為來保護他／她，而不是加以漠視。事實上，這些處罰與管教措施係具有教育意義的，讓行為人學生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起責任，並接受相對應的後果。
（2） 輔導室的角色
傳統上，輔導工作常專注於被害學生的心理與生活適應，但行為人學生在施加霸凌行為時，亦有其內在的心理需求，且需要跨處室合作以對行為人進行處遇（邱獻輝，2012；邱獻輝，2014）。因此，除了被害學生的輔導外，在行為人學生輔導的過程中，輔導老師應讓其知道學校所施加的處罰是因為「霸凌行為」，而非「學生本身」，並進一步引導行為人學生覺察霸凌行為背後的價值觀，並同理其生命經驗，讓行為人學生能真實地感到被理解。此外，輔導老師應隨時評量行為人學生的狀態，與導師、班級科任老師及學務處彼此交換行為人學生在班級的人際互動狀況，藉此評估處遇策略的合適性，作為調整輔導策略的依據。

三、三級處遇性輔導
而當學校輔導老師在處遇霸凌行為人學生或被行為人學生時，若發現仍無法有效協助時，則需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在資源上的引進，亦即資源整合（R代表resource integration）。在此階段，則由各縣市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助學校處理嚴重問題的個案，透過引進專業輔導人力（心理師、社工師）或其他校外資源（少年隊、少輔會、社會局），形成跨專業的處遇團隊。
（1） 導師的角色
在此階段，導師在班上仍應對班級進行經營與管理（即發展性輔導），持續關懷並提供被害學生的人際與在校適應及行為人學生在班上的行為表現給予輔導室作為參考，以協助輔導室制訂合宜的處遇計畫。
（2） 學務處的角色
有些行為人學生的霸凌行為背後可能涉及幫派組織，此時即需外部資源（如少年隊、教育局軍訓室）的引進與整合。而學務處因平時即扮演學校與上述兩個外部單位間的窗口，故由學務處擔任行為人學生涉及幫派組織時的對外角色，應能降低彼此的陌生感，促進系統合作。
（3） 輔導室的角色
有些霸凌事件的被行為人學生心理受創嚴重，需長期給予輔導諮商，以重建其人際界線與安全感；又或行為人觀念與行為嚴重偏差，需加以矯正，而輔導室專業人力不足以因應時，可評估後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助行為人與被行為人學生獲取更適切的處遇資源。但必須注意的是，轉介不代表將個案的問題丟出去，而是以學生的需求為出發點，適配相應的輔導資源。因此，輔導室仍應擔任個案管理的角色，隨時掌握行為人與被行為人學生的處遇進度。
校園霸凌的發生型態與成因多元且複雜，不僅只有對霸凌事件雙方當事人學生進行輔導而已，更需從生態取向的觀點去理解事件的脈絡，各處室間亦應彼此交換訊息，進而制訂具有系統觀的處遇策略。尤其，如何讓霸凌在校園內成為真正的「零容忍」，相當程度仰賴親、師、生三方的合作，以建構正向、友善且具支持性的校園氛圍與環境。
導師：持續進行初級預防工作
學務處：行為人涉及幫派、犯罪等對外聯繫窗口
輔導室：行為人與被行為人學生處遇之個案管理
行為人、被行為人輔導（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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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導師）
全校生活教育規範與管理（學務處）
教師諮詢（輔導室）
具教育性的處罰（導師、學務處）
行為人、被行為人輔導（輔導室）
　圖　校園霸凌事件三級預防分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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